
卢沟桥事件的“发端”和

所谓“中国共产党计划”说
——与坂本夏男商榷

[日]安井三吉　郎维成译

　　进入 80年代后半期以来, 在日本一部分人中间,卢沟桥事件

——“中国共产党计划”说又重新抬头,他们的主要根据是近年来

中国在加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新发表的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就此

而言,同以前的“中共计划”说有所不同。如果说冈野笃夫的《卢沟

桥事件》(旺史社 1988 年版)是其开端,那么坂本夏男氏的最近著

述,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著作了。

　　就我所知, 坂本氏的关于卢沟桥事件的著述有: 《对卢沟桥事

件的两个通说的质疑》(《艺林》, 1981年 9月)、《卢沟桥事件爆发

之际,牟田口廉也联队长发起战斗之决心》(《皇学馆大学史料编篡

所报史料》, 1984年 1月 10 日)、《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通说之考

察——以研讨〈七七事变纪实〉为中心》(《皇学馆论丛》, 1985年 8

月)、《关于中国历史学者的卢沟桥事件爆发观之研究》(《皇学馆论

丛》, 1990年 12月)、《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一个实证》(《艺林》,

1991年 2月)、《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一个实证》(国民会馆,

1993年)。

　　坂本氏的方法是实证性的, 以史料和当事人的证言为基础,对

事实进行个案研究。他比较细致地介绍了牟田口廉也的《卢沟桥事

件发端真相》和平尾治的《某特种情报机关长手记——我的暂短青

春》等。然而,作为实证研究,倘若只凭一部分史料, 而无视其他史

料,其结论就难免陷入片面性。坂本氏的卢沟桥事件的研究, 存在

着这方面的问题。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全貌,请参阅拙著《卢沟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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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研文出版社 1993年版)。 本文仅就坂本氏所特别强调的两

个论点, 即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发端”和“中共计划”说, 作一评介。

不过,引文没有事先打招呼,还请包涵。

一　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发端”

　　中日两国军队在卢沟桥进入交战状态的时间是 1937 年 7月

8日晨 5时 30分。其经过,坂本氏是这样记述的:

　　一木大队长认定中国军队确实抱有敌意,牟田口联队长

准许一木开始战斗。但其具有决定意义的直接动机, 是中国军

队于 8 日晨 3时 25分, 向第八中队骑兵传令兵发射 3发子

弹。而 7日晚 10时 40分左右的中国军队向第八中队的射击,

以及志村二等兵去向不明等情, 同 8日晨 5时 30分的日中两

军冲突, 没有什么联系。

　　如此看来, 坂本认为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契机,是 7月 8日晨 3

时 25分的射击。我也很重视围绕这个“射击”而出现的一些问题。

牟田口联队长向一木大队长下达对驻屯卢沟桥的第二十九军攻击

命令的理由,既不是 7月 7日夜的“不法射击”, 也不是“一名士兵

去向不明”,而是 8日晨 3时 25分的“射击”。也就是说, 卢沟桥事

件的发生,既不在于所谓的“第一枪”,也不在于“一名士兵失踪”。

对此,我有同感。但是,也有一些疑点,令人费解。“一名士兵去向

不明”问题解决之后,第三大队为什么不撤回丰台? 8日晨 3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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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射击”, 果真像坂本所说的那样吗?牟田口决定对中国军队发

动攻击,仅仅是因为发生了“射击”吗? 我想以这些问题为中心,研

讨坂本的论述。

　　(一)驻屯在丰台的第三大队出动的理由,不是“不法射击”,而

是“一名士兵去向不明”。可是,一木在 8日晨 2时 3分就知道了

“去向不明”问题已经解决, 而且此事同中国方面的活动毫无关系。

按理说,这时应该让大队撤回丰台。如此, 日本方面在毫无损失的

情况下,就把问题解决了。然而,关于这个经过,坂本却是这样写

的:

　　该大队长,晨 2时许,在西五里店西端碰见清水中队长,

·
听
·
取
·
了
·
报
·
告, 并传达了牟田口联队长的意旨及自己的决心。不

久,掌握了刚刚到来的大队主力,决定晨 3时 20分, 占领一文

字山,待天亮。( 18页 ,重点号是安井三吉标出,以下同)

　　坂本的这个记述, 大概是根据《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如下内

容:

　　大队长晨 2时 3分在西五里店西端遇见中队长, 听取了

情况报告,且传达了联队长的意图和表示了大队长的决心,令

其立即占领附近的要点一文字山,派出军官潜入,侦察敌情。

　　“听取了情况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去

向不明”的志村菊次郎二等兵及其以后的情况。实际上, 一木遇见

中队长的时间比这个说法还要早。一木在1938年的《朝日新闻》举

办的座谈会上是这样说的: “晨 1时许”,在“卢沟桥采砂场”遇见清

水,听取了“发现了兵队,无异常情况的报告”。但在解释为什么不

让部队撤回丰台的理由时他却说:“接到部队长进行交涉的命令,

尚未交涉就撤退, 不知中国方面又作什么样的宣传。已有丰台事件

先例,不能给他们留下一搞实弹射击,就把日军吓得不敢演习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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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了的令人遗憾的印象。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进行严正交涉, 所以

部队于 3时前来到了。”

　　从一木的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三大队在出动理由已经

不存在的情况下, 仍不返回丰台而要占领一文字山的真正原因。没

有人怀疑坂本对史料《第三大队战斗详报》的忠实态度。然而, 他却

没有弄明白一木既然从清水那里得知“去向不明士兵”问题已经解

决,为什么还不让大队撤回丰台的动机。

　　(二)关于“3时 25分”的“射击”,坂本是这样写的:

　　3时 25分, 听到龙王庙(即回龙庙,下同, 编者)方面三声

枪响。这是中国军队向传令骑兵岩谷曹长和内田一等兵的射

击。他俩被派往丰台, 回到演习场时, 第八中队已离开现场转

移他处, 正在寻找部队时遭到射击。但平安无事,只是内田一

等兵的乘骑右侧疆绳被射穿了。( 18页)

　　这里也有不明之处。首先,岩谷兵治曹长和内田市太郎一等兵

到丰台的时间是 7日“午后 11时 57—58分左右”(《第三大队战斗

详报》)。正像坂本写的那样,一木听到报告后立即“令大队警备出

动,援助第八中队,并令岩谷曹长归队”。(第 17页)岩谷和内田 8

日零时左右离开丰台, 返回第八中队。如是,此二人从那时到遭到

“射击”的 3时 25 分这段时间,就“去向不明”了。倘是迷路了,大

队、中队必定看成是个问题。然而,清水、一木的回忆录以及其他的

史料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更令人费解的是,一木和清水于 8日晨 2

时 3分在西五里店相会时,也没有提及这二人的事。其次,“内田一

等兵乘骑右侧缰绳被射穿”一说的根据,是当时于一文字山站在一

木旁边的宪兵军曹寺田净氏的回忆录,这里也留下了疑点。从前后

关系看, 被枪击时所处的地点, 是距龙王庙中国军队非常近的地

方。时间是 3时 25分。一木用电话向牟田口报告关于枪声的事是

4时左右。倘若如此, 那就是说,岩谷等仅用 30分时间就从龙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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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来到了一文字山。寻找中队而迷路达3小时之久的该二人,是

怎样刚一遭到枪击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到了大队主力部队所在地

方的?还有,寺田氏写道:他听到岩谷对一木说的是“回中队原来位

置时遭到射击的”。 然而,一木自己却说:“不知道射击什么” ,并

且,根本就没有触及岩谷等的事情。我认为,一木如下的回忆才是

真实情况:“听说森田中佐被派到当地进行调停,我想这样一来,战

争就不可能了, 因此, 向联队长作了夸大事实的报告。” 没有料

到,一木在这里泄露了天机。

　　另外, 4时 20分, 牟田口采纳一木的意见, 下达了攻击中国军

队的命令, 正像坂本氏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基于“射击”导致“和平

交涉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的判断, 也可以说是基于再“隐忍”下去,

“日军的威信将丧失殆尽”、“不得不发动自卫权”的判断的结果。可

是,牟田口判断所依据的“射击”本身就存在着问题, 是靠不住的。

何况,一木呈报的是“夸大”事实的意见。在此还有必要指出, 牟田

口作为军人, 当时仍保持着对形势的冷静判断, 即“不是中国方面

有计划的行动,是局部事件”。! 正因如此,他们又认为,现在攻击

一下中国军队也不会出大问题。牟田口的这个判断, 是在调查了北

平市内第二十九军要人住宅情况的基础上作出的。

二　所谓的“中国共产党计划”说

　　坂本氏在《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的一个实证》的结论部分中,

叙述了“中共计划”说:

　　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事件的数月之前,就进行了对日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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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准备,在卢沟桥附近的该军, 7月 6日作了战争部署,从 7

日夜到 8日晨向日军三次射击。事件一发生,中国共产党立即

于 8日向全国发表了对日抗战通电。由此可以判定, 卢沟桥事

件的爆发,是中国军队根据共产党的谋略,有所准备, 并抓住

日军夜间演习之机,暗中挑起的。因此,决不能认为该事件如

通常所说的是偶发事件。( 34页)

　　由上可知,坂本氏的“中共计划”说,其根据是如下 3点:

　　1. 第二十九军在事件的数月之前就进行了对日抗战的准备;

　　2. 第二十九军从 7月 6日开始作了战斗布置;

　　3. 7月 8日的中共《通电》。

　　这里,我想再次指出这样的事实,即连牟田口联队长也都认为

事件(“第一枪”)“不是中国军队的有计划行动”。在这样的前提下,

就坂本氏的 3个根据, 进行逐条研讨。

　　(一)关于第二十九军在事件前数月就进行了对日抗战准备的

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坂本举出了两件事。第一是所谓的第二十九军

副参谋长、中共党员张克侠的“积极攻击作战计划”( 31页)。然而,

倘若以这个“作战计划”的存在作为“中国军队计划”说的根据的

话,那么, 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于 1936年 9月策定的“昭和 11年

度华北占领地统治计划”为依据, 主张“日军计划”说,其根据不是

更充分吗? 可是, 坂本氏却忽视了这一点。退一步说,如果以张克

侠的“作战计划”作为“中共计划”说的根据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

以国民政府参谋部在此之前策定的“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

作依据,主张“国民政府计划”说,也是无可非议的。这里, 坂本氏是

不是过高地评估了张克侠的“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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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关于第二十九军在事件前加强对日军的防御问题。这也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试想, 第二十九军面对日本于 1936年 5月增

强中国驻屯军, 平津地区秋季大演习, 1937年 5月开始的在卢沟

桥一带夜以继日的演习,而努力提高抗日意识,巩固防御, 不是很

自然和可以理解的吗?其实,实际情况是,中国驻屯军已“策定奇袭

中国军首脑宅邸兵营城门等计划” ,并为实施计划进行了调查。

卢沟桥附近的演习, 虽说是对苏作战演习,然而, 谁都知道这也是

准备对第二十九军作战的训练。在《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的作战》文

件中,有如下的记述:

　　实行本战斗的地域,由于去年秋季的假想敌演习,大致已

熟悉了以八宝山为中心的地形;特别是驻在丰台的步兵第一

联队第三大队,因为是以卢沟桥为中心的周围一带作为该部

队的演习场, 也相当具体地了解了当地的地形。( 257页)

　　所谓的“本战斗”, 无疑指的是与卢沟桥事件相关的战斗。中国

当局若对日军连日来在自己的眼前进行这样的演习而不加强警戒

的话, 那也太有失军队的面子而不成体统了。事件前加强防御设

施,也是同一道理。此外,坂本氏还引用了武月星等编的《卢沟桥事

变风云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中的一节( 168—169

页) ,这段文字很可能是《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中一节(前引《现代

史资料》(〈12〉,第 339页)的摘要,不像是中国方面独有的资料。

　　(二)关于第二十九军 7月 6日以后的“战斗部署”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坂本氏是如下记述的:

　　7月初, 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刘少奇, 派遣联络员肖明,

通过张克侠副参谋长向宋哲元军长提出了“以攻为守”战略方

针。张副参谋长还将这一方针提交给第二十九军高级干部会,

得到了官兵的支持。然而,宋哲元军长这时恰好回到山东乐陵

家乡,未能作出决定。(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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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记载无疑是出自木铁编《佩剑将军张克侠》(中国文史出

版社 1987年版)中的《张克侠同志生平活动大事记》( 357页)。根

据该《大事记》的记载, “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刘少奇”,通过张克

侠,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并被认为此事发生在卢沟桥事

变之前。其实,这个记载的根据是该书所收入的胡华《卢沟桥事变

前后的张克侠同志》一文( 69—70页)。该文既没有说“7月初旬”、

“七七事变后的初期”, 也没有说“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刘少奇”,而

只是说“中共北方局”。同样,该书所收入的张寿龄《预见》( 72页)、

陆诒《坚毅沉着的张克侠将军》( 112页)等, 都认为是卢沟桥事件

爆发后张克侠才提出这个战略方针。当然, 也有把张克侠提出这个

计划的时间认定为 1937年 4、5月间的。如该书收录的何基沣等

《为民族存亡运筹帷幄》等文, 就认为张克侠提出这个计划的时间

是 1937年 4—5月,即七七事变前向宋哲元提出的, 并得到了宋的

支持( 66页)。曹子亚主编《北京地区抗战史料——纪念伟大的抗

日民族解放战争五十周年》(紫禁城出版社 1986年版)所收入的论

文,也有这样的看法。究竟哪种记述是正确的,实难确认, 只有寄希

望于中国学者了。

　　坂本氏还以第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守备卢沟桥的金振中营

长的回忆录, 作为认定中国方面进而是中共“计划”说的有力证据,

然而,这些都说的是对日方作法的反击,并没有显示中国有了积极

挑起战斗的“计划”。回忆录虽表明了第二十九军抗日意识高涨,但

不能因此就视其为“计划”说的根据。

　　(三)关于中共中央 7月 8日《通电》问题。

　　历来存在着以 1937年 7月 8日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

沟桥通电》作为“中共计划”说的有力根据的见解。而坂本说的新奇

之处仅在于又增加了两个“旁证”,即当时外务省东亚第一课长上

村伸一氏和中国派遣军特种情报部平尾治氏的回忆。但是,我认为

此二人的回忆是存有疑点的,作为“中共计划”说的根据并不可靠。

下面就这个问题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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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村伸一氏在其《灭亡之路——我的昭和史》一书中, 有两处

触及了这个问题:

　　1. 7月 8日晨,我被电话叫醒了。外务省通知说, 昨夜在

北京郊外卢沟桥发生了日中两军间的冲突事件。( 66页)

　　2. 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宣称这个事件标志着日本侵略华

北的开始,发表了全国一致抗日通电。我直感昨夜的射击准是

共产党干的。( 67页)

　　外务省是在什么时候收到卢沟桥事件发生的第一次报告? 上

村氏又是在什么时候看到了这个“通电”的?其实,当时上村正在同

其上司石射猪太郎东亚局长研讨如何收拾事态问题。石射回忆:

“7月 8日拂晓,外务省来的电话把我叫醒了。” 倘若如此,外务省

当是“7月 8日拂晓”才收到关于事件的最初电报的。这一点, 石射

和上村的回忆是一致的。可是,参谋本部收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

关于事件爆发的第一次报告是 7月 8日晨 5时 45分。如是, 同外

务省的联络当然是在第一次报告之后的事了。这样一来,所谓“拂

晓”的说法,是不是有些太超前了呢?这里的重要之点在于,石射的

回忆并没有像上村记述的那样说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通电”。不

仅如此, 石射同上村的“我直感昨夜的射击准是共产党干的”记述

恰好相反,很有感触地写道:“对熟知柳条沟事件的我们来说, ‘又

干起来了’”。 这也可以理解为“日军谋略”说。石射和上村二人回

忆为什么出现了如此之不协调呢?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通电》是在什么时候传到外务省的呢? 关

于这个问题也有资料可循。外务省外交资料馆存藏的《松本记录中

国事变第三卷》(松·A·- ·- ·D·三 0)中的外务省情报部

《时报周刊》第 139 号(昭和 12年 7 月 27日) , 以“中国共产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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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为题,有如下的消息:

　　据汉字报纸报道, 卢沟桥事件刚一发生,中国共产党立即

于 7月 8日向南京政府、全国各军队、党部、各报社发出了如

左的发动全国抗日战争的通电……(概要转载了《通电》内容)

　　所谓的“汉字报纸报道”,具体是指那天发行的哪份报纸, 实难

确定。但第 138号是 7月 20日发行的,因之最早也只能是 7月 20

日之后的事了。我们不知道外务省是否还有另外的管道获得这个

《通电》。但我认为, 外务省在 7月 8日是难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

《通电》内容的。因此,坂本氏的以上村回忆作为“中共计划”说之根

据的推断,也就难以成立了。

　　还有, 7月 14日《大阪每日新闻》,以“共产军提出同第二十九

军共同行动”为标题,报道了如下消息:

　　眼下在陕西省北部、甘肃省等地的共产军首领朱德、毛泽

东、彭德怀等联名向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发出了同二十九

军采取同一行动, 反击日军的通电,并明确表示共产军应作为

政府军采取行动。

　　这是“上海本社特电( 13日发)”。另外, 7月 15日《大阪朝日

新闻》也以“共产军也合流”为标题,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据 14日午后 7时送到陆军当局的情报,中国共产党毛泽

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刘伯承联名,向宋哲元、

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发出如下内容的通电:

　　欣闻第二十九军英勇抗日,义愤填膺的红军将士随时出

动,追随贵军,决一死战。全军奋勇杀敌,响应通电。

　　该报还登载了“也通电蒋”的消息,内容如下:

　　同盟南京 14日电,共产军朱德、毛泽东等 13日致电在庐

山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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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革命军一分子之吾人,中央命令一下, 率所属部队,

奋斗在国防最前线。

　　对此,蒋介石发出感谢电,表示在适当时机,将烦劳协助。

　　可以认为,《大阪每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的消息,即中共

致电二十九军干部,是同 7月 13日《新中华报》所载《致宋哲元等

电》中“红军将士义愤填膺, 准备随时调动, 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

战”是一致的;《大阪朝日新闻》的第二条消息,即中共致蒋介石电,

也同《致蒋委员长电》中“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

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是相一致的。关于《致宋哲元

等电》的新闻来源, 《大阪每日新闻》说是“上海本社特电( 13日

发)”,而《大阪朝日新闻》只报道是“根据 14日午后 7时送达陆军

当局的情报”,至于这个电报是什么时间发出的,则没有明确记载。

不过, 综上所述也可以推定为是 13日发出的。关于《致蒋委员长

电》,则明确记载着是13日发出的。鉴于上述情况,应该指出, 这两

份《通电》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第 1 卷第 11

期( 1937年 7月 15日)所载的同一电报所署日期是不同的 ,不是

7月 8日发出的,而应该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 7

月 13日)上发表的同一天拍发的。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成

为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最早发表在 7月

13日的《新中华报》上,接着《解放》( 1937年 7月 15日)也刊载了。

时间确实都写着“7月 8日”。不过, 同上述两份“通电”一样,也可

以推断为是 7月 13日发出的。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是 8日发

出的证据。

　　第二个“旁证”是平尾治的《某特种情报机关长的手记——我

的暂短青春》(个人出版, 1992年)的记述。坂本氏依据这个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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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

　　驻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内设有特种情报班,担当

无线情报收集工作。其中一名通讯员, 在卢沟桥事件发生的 7

月 7日深夜, 旁听到被认为是从北京大学院内邮电所拍往延

安中共军司令部电台的明码紧急无线电报,往返连续 3次,内

容是“2052　0501　0055”(成功了)。该邮所的发报员、电报内

容来源以及情报途径等都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 情报是出

自利用前述的第八中队于 7日晚 10时 40分左右, 向假想敌

空弹射击与中国军队从该中队后方实弹射击之机, 成功地让

日中两军冲突起来的有关方面。因之这份紧急无线电讯, 是搞

清卢沟桥事件暗中关系的重要线索。( 17—18页)

　　但是,应该指出,这份电报并不是平尾氏亲自“旁听”到的,而

是多年之后在华北方面军工作时, 从其上司秋富繁次郎那里听来

的。所谓“一名通讯员”, 既不是平尾氏本人, 也不是秋富氏。而且,

这段记述也不是出自当时日军有关人员的回忆录、文件。如果当时

中国驻屯军真掌握了这个事实的话, 必然加以利用, 进行反对中共

的宣传,但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说,这段记述是否真实, 值得

怀疑。

　　当时,平津地区同延安的联络,是在天津的刘仲容家, 通过华

北联络局线路进行的。有关人员已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说是“7月 7日深夜”(平尾氏原文如此) , 充其量也只是

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小时之内。那么,卢沟桥当地和“北京大学”是怎

样联系上的呢? “空弹射击”和“实弹射击”之间,也只是几秒, 最多

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可是,此后直到 8日晨 3时 25分“射击”之

时,日中两军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不能说是“成功了”吧? 一般而

言,也不应认为中国共产党员会用“明码”电报进行如此重要的联

络,而译解中共的密码也是相当困难的。当时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

谋部第三课参谋且负责情报收集的横山幸雄少佐,就 1941年 2月

译解一部分中共密码一事有如下的记述:“中共的密码与重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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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译解是非常困难的,但昭和 16年 2月中旬, 终于译解了一

部分,开拓了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

　　综上所述,不能不认为,以平尾氏的回忆录作为“中共计划”说

的根据,是脱离历史实际的臆想。

　　卢沟桥事件, 仍有不少不明之点,如清水中队长为了与在丰台

的大队部联络志村二等兵返回部队一事,除岩谷等外,又派出了传

令兵。有人说,传令兵是一木出动后到达的。 这名传令兵究竟是

谁呢? 他至迟应该于 8日晨 1时左右到达丰台,可是,此时大队本

部以及在北平的联队本部都已知道“去向不明士兵”问题不复存在

了,按理说事情也算解决了。然而, 事情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 又

如,第二十九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虽清楚了一些, 但仍有疑点有

待查明。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研究卢沟桥事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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